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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服与军队形象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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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论古今中外，军服是军队形象的浓缩，凝聚了特定的符号象征意义；我军历史上军服的历次换装，对应着 

军队形象的确立与嬗 变；军服报道是媒介场域的军队形 象传播途径 ，一方面帮助 宣示和诠释军队形象，另一方面也面 

临多元舆论环境 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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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07式军服的闪亮登场一度引发了舆论的 

关注与民众的热议。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网络上 

的民间讨论 ，都将军服与军队形象紧密联系在一 

起。在主流语境中，07式军服往往意味着现代化 

的、面向世界的、威武文明的、紧跟时代节拍的军队 

形象。尽管军服只是服装符号的特殊门类 ，但其整 

齐划一的形态、大规模换装的节奏都使其具备重要 

的新闻价值与宣传价值。“我们对服装的选择不仅 

仅表示我们是谁，而且还意味着我们希望以什么形 

象展现在别人面前 。”ill 军队赋予军服的符号内 

涵、社会公众对其的感性认知、媒体对其意义的诠 

释与报道，构成了军队形象传播的生动图景。军服 

所处的当下大众传播语境，与军事新闻作品、军队 

文艺作品等其他军队形象载体是一致的。 

一

、军队形象的浓缩：军服的符号象征意义 

军服是军队的专用服饰 ，也是军人的日常着 

装。作为军人形象的共同组成部分，军服从三个层 

面上反映和代表了军队形象，古今中外的军队大抵 

如此。首先是对敌我身份的区分。早在军服诞生 

之时，人们对它最基本的要求是在战场上便于区分 

敌我 ，避免误伤。即便是封建时代 ，装备简陋的农 

民起义军在无法统一服装时，也会力求佩戴统一标 

志，在区分敌我的同时强化 自身认同。例如元末 

“红巾军”便以头扎红巾作为身份标识 ；南昌起义 

时，身穿北伐军军服的起义部队为便于区分敌我， 

让每人系了一条颇具象征意味的红领巾。 

其次是对军队特定文化的映射。军服上复杂 

的标志佩饰赋予其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以我军 

07式军服为例，其标志服饰系列共有l8类 ，既有帽 

徽、国防服役章、臂章等起标识作用的标志，又有帽 

檐花、领带、绶带等起装饰固定作用的佩饰。这些 

标志无疑具备符号功能，蕴藏着可供解读的丰富意 

义。美军军服的标志则更加丰富，各部队基本都有 

自己的独立标志，并且很少改动。例如，美军陆军 

第一骑兵师虽然从骑兵师演变为机械化师，但今天 

依然保留了“马头”的标志。在标志设计管理上，美 

军不仅有专业军事标志设计人员，而且各军种都设 

有专门的“纹章协会”审批部队标志。 

由于军服标志所承载的意义与军队文化紧密 

相连，军服的换装有时甚至能够影响战斗力的生 

成。1937年红军主力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 

军时，被要求换穿八路军军服。由于红军和国民党 

军队长期而残酷的军事斗争，国共双方的军服被赋 

予了不同的符号意义。因此这一决定刚开始并没 

有得到红军官兵的一致拥护，许多红军干部和战士 

对“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意见很大，有的 

甚至留条“干地方”去了 。对红军战士而言，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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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八角帽和红五星不仅是区分敌我的标志，也是革 

命 的象征 ；而 国民党军的青天白 日“十二角星”则被 

等同于反动派。要求红军战士身着负有血海深仇 

的国民党军的军服，这无疑与他们的身份认同产生 

矛盾。对普通战士而言，换装就是“换身份”“换思 

想”，是一道不易跨过的心理门槛。 

最后是对国家和民族文化的代表。早在春秋 

时期，服饰便具备了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孔子在评 

价管仲时曾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披发 

左衽”是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 ，与中原居民的 

“束发右衽”相反。在少数民族和中原居民的众多 

差异中，孑L子选择用服饰和发型来代表异族，说明 

服饰是当时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如此，军队作为 

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穿着的军服无疑比 

普通服饰更明显地代表着国家和民族文化。在随 

后的战国中后期，赵国君主赵武灵王在实施胡服骑 

射改革中所遇到的阻力便证明了这一点。 

客观而言，改穿胡服虽然是出于军事上的考 

虑，但它的影响绝非简单地改变了赵国军队的形 

象，因为当时的军服与其说代表赵军，不如说代表 

赵国、代表中原文化；军服不仅是赵军形象的浓缩， 

更是赵国和中原文化的象征。赵武灵王叔父公子 

成在反对胡服改革时，便认为穿着胡服是“变古之 

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悖学者，离中国”。这一 

看法不无道理，事实上，这场波及全国的服饰改革 

是对异族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它不仅改变了赵军的 

外在形象，而且影响了中原地区的服饰文化。 

正因为军服有着如此丰富的符号象征意义，军 

服的换装远非换衣服那么简单，它不仅意味着改变 

或更新原有的军队形象和文化，同时也需要将新的 

军队形象和文化推广出去 ，使之被军人和普通民众 

接受。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当军事上的革新 

要求军服相应地发生变革时，关于军服改革的争论 

常常在强调实用主义和强调文化象征意义之间展 

开。这种争论有时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即便战争步 

人热兵器时代后也是如此。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时任法国陆军部长 

的梅西米提出将法国的军服颜色改成蓝灰色或青 

灰色。当时法国的军服仍然和1830年一样：蓝色 

军上装搭配红军裤，戴红军帽；而 1830年的步枪火 

力射程只有二百步，军队都在近距离交战，根本无 

须隐蔽 。。但时过境迁，步兵火力射程早已大大增 

加 ，军服的隐蔽性能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 

素。但这一建议遭到了强烈抗议 ，前任陆军部长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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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安在议会意见听取会上大声疾呼，“绝对不行。 

红裤子便是法兰西!”[3】5 ‘红裤子便是法兰西。”法军 

军服已经成为一个符号，红裤子不仅是法军形象的 

浓缩和代表，更是法兰西的象征；取消红裤子改变 

的不仅是法军形象，还有整个法兰西的形象。显而 

易见，在战场上穿着显眼的红色军服无疑是为敌方 

提供显眼的靶标。吃过苦头的法军最终实施了军 

服改革，1915年换上了天蓝色的新制服和头盔。 

时至今 日，各国的军服设计在服从实用原则的 

同时，也力求保留自身的军队文化和民族文化 ，从 

而激励士气 ，彰显与众不同的军队形象。 

二、军队形象的嬗变：我军军服换装的历史 

回溯 

从八一建军开始，我军军服历经了15次大大 

小小的换装变化。每一次换装都有其特定的时代 

背景，都被注入了特定的内涵意义，也对应着我军 

特定历史时期的形象。今天，这些已走入历史的军 

服仍然在影视剧中大量呈现，既呈现出亲切的历史 

氛围，又折射出军队形象的变迁。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军服：“正规”武装的形象 

树立 

红军诞生初期 ，并没有统一的军服。第一套统 
一 的红军军服是 1929年红军解放 闽西重镇长汀城 

后 ，利用占领的缝纫机厂赶制出来的，当时共生产 

了4000套军装。军服款式模仿苏联红军的军装， 

为灰蓝色粗布中山装 ，戴八角帽；军衣领子上缝有 

两块红布领章，八角帽前缀布质红五星帽徽。朱德 

称之为“有了第一批正规的红军军装”。 

抗 日战争时期的军服换装缘于第二次国共合 

作 ，但“白皮红心”的军队新形象，在经历了一段时 

间的思想政治工作后才为战士们所接受。在红军 

指战员的换装教育中，他们都力图用“一切为抗日” 

的最高 目标来淡化穿着国民党军军服所产生的符 

号意义，并以此证明战士们的心永远是“红”的。贺 

龙在 120师誓师大会上说：“现在国难当头，为了国 

家与民族的生存 ，共同对付 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 

头穿国民政府发的衣服，戴青天白日帽徽 ，和国民 

党部队统一番号。这样 ，看起来我们的外表是 白 

的，但是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4 这次换 

装或许是我军历次换装中遭受阻力最大的一次，也 

是一次颇为“矛盾”的形象改变。因为从外在形象 

改变上来说，这是走向自己形象的反面，转变为曾 

经敌人的形象；但从内在形象上看，红军却坚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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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心”仍然是红的。在红军将士看来，换穿八路 

军军服是改变外在形式而不变本质的换装。 

这种略显尴尬的现象并没有持续太久。1940 

年 11月，国民党停止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被装供 

应；而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和八路军便 

不再佩戴青天白日帽徽。尽管军服的样式没有发 

生大的改变，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我军各部队军 

服的颜色和用料不够统一。例如，八路军总部和晋 

冀鲁豫军区部队的军服为灰色；陕甘宁边区部队分 

灰、蓝两种；晋察冀军区部队为土黄色；山东军区夏 

服为草绿色，冬服为土黄色等 。由于日军的进攻 

和 国民党 的经济封锁 ，一线八路军往往军服破 旧、 

武器装备简陋，并因此被 日寇和国民党军称为“土 

八路”。显然，破旧的军服塑造了八路军“土气”的 

形象 ，而这种土气的形象正是接地气的体现。在 

1944年4月，山东东平的日伪军化装成八路军实施 

偷袭时，由于军服过于统一、装备太过齐全而被地 

方民兵识破，最终遭到八路军围歼。 

解放战争初期，我军军服样式基本延续了抗 日 

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军服样式，但不佩戴青天白日 

帽徽和“八路军”“新四军”臂章。军服颜色基本为 

土黄色或草绿色，由于经济和技术条件的限制 ，有 

时也有草灰色、青灰色。军服颜色的不同和制作标 

准的差异导致我军在大兵团作战时偶尔出现误认 

的情况。例如晋中战役时，身穿黄军装的晋察冀部 

队战士在联系身穿灰军装的晋绥部队时曾被误认， 

因为当时阎锡山的部队也是穿黄军装。为此，1948 

年 l2月，中央军委后勤部正式将军服颜色确定为 

黄绿 ，材料为棉平布。帽子改为圆形短檐帽(后来 

被称为“解放帽”)，帽子上佩戴“八一”红五星金属 

帽徽。即便如此 ，军服样式和颜色不统一的现象在 

新中国成立后依然存在 ，并 由此催生了5O式军服。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军服：人民军队形象的确 

立与演进 

50式军服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第一套正式装 

备的军服，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分级别、分军种、 

分用途装备的军服。由于设计时间紧迫，陆军军服 

主要模仿了苏联军服样式，海军参考了国民党军的 

军服，空军则仿效中山装。此外，三军统一佩戴制 

式帽徽和胸章，帽徽为镶有金黄色边的红五角星， 

正中嵌金黄色“八一”字样；胸章为长方形、白布底， 

四周有红色线条框，正面印有黑色的“中国人民解 

放军”，背面印有填写单位等信息的栏 目。50式军 

服初步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形象。 

55式军服是在 1955年9月27日我军第一次实 

行军衔制授予元帅和将官军衔的典礼上首次公开 

亮相的。从当年总参谋部下发的《有关夏季着装的 

几点暂行规定》可以看出，55式军服主要是从增强 

战斗力的角度出发进行设计的，而“苏联和许多人 

民民主国家”的军服设计、“我军各个时期军服样式 

的特点”也是重要的参考因素。以战斗力为主要准 

绳设计的55式军服标志着我军军服设计从简单的 

追求着装统一，开始迈向深层的“从实战出发”设计 

军服，这是我军正规化建设不断走向深化在军服上 

的体现。总体上看 ，伴随着授予元帅、将官军衔典 

礼而诞生的55式军服塑造了我军不断正规化、不 

断与国际接轨的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许多士兵和老百姓对 55 

式军服中士兵夏季戴的船形帽不习惯，58式军服作 

为55式军服的改良，取消了船形帽。这一方面是 

因为我军之前从未戴过船形帽，船形帽是国民党士 

兵和美国士兵习惯的军帽；另一方面，船形帽需要 

向右歪戴 ，具体要求帽檐距右眉一指宽，距左眉二 

指宽，这和中国人崇尚对称的审美习惯不相符。与 

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时佩戴带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军 

帽一样，船形帽的取消证明军服和军队的形象紧密 

相连。军服所反映的军队形象不能和军队的传统 

形象相违背，即便是追求设计与国际接轨，也必须 

把握好保留优良传统与贴近国际标准之间的尺 

度。58式军服和62式军服的改良使我军军服更加 

贴近实际需求 ，也更加契合我军的传统形象与“人 

民军队”的特色。 

65式军服是 1965年我军取消军衔制后配发全 

军的军服，连同它改良的71式、74式、78式军服，65 

式军服实行了20年 ，是 目前我军装备时间最长的 

军服。65式军服基本保 留了55式军服 的样式 ，取 

消了55式军服“复杂的佩饰”，仅保留了极其简洁 

的红领章和红五星，但“红配绿”的色调搭配又极其 

强烈地突出了红领章和红五星。此外，65式军装仅 

用上衣口袋个数来区分干部和战士，最大限度地消 

除了干部和战士的军服差别；仅用领子样式来区分 

男军服和女军服，最大限度地消除了性别差异；三 

军军服在样式上的统一则最大限度地消除了不同 

军种之间的军服差异；取消干部和战士的皮鞋，则 

使军服更加贴近普通群众。正因为65式军服最大 

限度降低了官兵之间、性别之间、军种之间、军民之 

间的差异性，它也因此具备了高度的亲民性 ，并在 

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成为特殊时期的全民着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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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总体上看，65式军服的设计和流行从多角 

度塑造了人民子弟兵的独特形象，当其流行于社会 

大众，更是彰显了军民之间浓浓的鱼水深情，人民 

军队的形象也深深地嵌入那一代人的记忆中。 

(三)改革开放后的军服：面向世界、面向现代 

化的军队形象 

改革开放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指 

导下，同时由于65式军服在对越 自卫反击战中暴 

露的诸多问题使军内外要求恢复军衔制、换装新式 

军服的呼声 日益强烈 。在这样的背景下 ，85式军服 

作为87式军服的过渡应运而生。1985年全军官兵 

正式统一换装的85式军服相较 65式军服做了很大 

改变：恢复了大檐帽和女战士的无檐帽，并将红五 

星帽徽改为圆形的“八一”红五星帽徽等。1988年， 

全军正式换装新的87式军服。87式军服做了许多 

重大改变，除了恢复与新军衔制对应的军衔肩章和 

军种符号，新军服发展为包括礼服、常服、作训服、 

工作服四类的多元军服体系。87式军服的换装极 

大地提升了军队的形象，时隔23年后重新出现的 

军衔标志点缀和美化了军服，而从封闭的立领到西 

服式翻领的改变更被饵读为国家和军队全新的开 

放意识。 

97式军服是1997年香港回归时驻港部队首先 

装备的新式军服，相比87式军服，97式军服在样式 

颜色等方面有了很大改善，更显美观大方。99式军 

服是 1999年预先装备全军部队的新一代军服中的 

夏常服部分，但99式军服的其他部分最终却未能 

按计划装备全军。2007年全军正式换装 07式军 

服，这是我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换装，涉及礼服、常 

服、作训服、标志服饰4个系列共644个品种。总体 

上看，从87式军服到07式军服，塑造了我军不断面 

向世界、走向开放、走向正规、走向现代化的形象。 

三、军服报道 ：媒介场域的军队形象传播 

途径 

长期以来，人们对媒体传播、塑造我军军队形 

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抗震救灾、军事演习、新型武 

器列入装备等事件性新闻报道上。与这些事件相 

比，军服换装无疑更加简单，但这些报道所折射的 

军队形象却更加具有特殊的意义。军服报道对军 

队形象传播的影响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展开。 

(一)通过事件告知，向民众宣示军队新形象 

军服的换装是军队对自身外在形象的一次主 

动改变，这一事件具有很高的新闻价值。这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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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换装一般是涉及全军的重大行动，而身为纳 

税人的公民有权知道国防经费用于国防和军队建 

设的概况；另一方面，相比其他军事行动，部队换装 

是低频率事件，往往若干年才发生一次，这更加凸 

显其新闻价值。对军队而言，利用媒体将军队换装 

事件充分传播出去，不仅是出于向公民披露国防和 

军队建设情况的义务，更是传播军队新形象的首要 

之举。 

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种种事实的“选择性”报道， 

媒体在选择报道特定事件的同时便体现出对该事 

件新闻价值的肯定。在军服换装事件中，媒体所做 

的大量报道实际上强化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性，换装 

事件因此成为军队变更形象的全民宣示。在国家 

层面，军服换装的全民宣示十分重要——对国家重 

大事件的报道是维系和培育人们对国家和民族认 

同感和自豪感的重要手段，是“想象的共同体”得以 

存在的重要因素。在军队层面，向全社会郑重宣示 

军服换装是以另一种方式向人们传达“身为公民， 

应该关注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理念。这在无形之中 

“重温”了每名公 民和军队的关系，使军队更多地进 

入公众视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社会围绕国 

家和军队建设的向心力。 

(二)通过图片展示，完美呈现军队新形象 
一 方面，通过图片展示新军服是满足受众信息 

需求的重要手段。部队换装事件经由媒体广泛报 

道后，受众有了解新军服款式样式以及“上身效果” 

的信息需求。这是受众对军队新的外在形象关注 

度最高的时候，此时将高大帅气的男军人或英姿飒 

爽的女军人身着新式军服的照片在媒体上广泛传 

播，无疑能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正如人际交往中 

的第一印象一样，新军服的第一次亮相十分重要 ， 

而占据信息发布渠道的军队能够精心设计和筛选 

军服照片，力争完美呈现军队的新形象。另一方 

面，服装乃是最适合、也是最迫切需要通过视觉呈 

现和表达的物体——在服装杂志中，图片所占的位 

置 比例总是要 比文字更大 ，也更吸引人 。就形象展 

示而言，新式军服不仅是换装事件的最终结果，也 

是受众注意力的关注点；因此在图片报道中，军服 

所展示的军队外在形象要比其他军事事件所展示 

的军队形象容易得多。事实上 ，在视觉文化时代， 

眼见更为重要；而军服本身更多的是代表军队外在 

形象的直接表现，因此选择以图片的方式呈现军队 

的新形象是媒体报道军服换装的重要方法。 

(三)通过文字诠释，使受众接受军队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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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军服的换装代表着军队外在形象的改变，这 

种改变背后有着多种原因。因此 ，军服报道中需要 

用大量的文字诠释，详细地介绍图片报道难以表现 

的新军服特点；也对新军服相对旧军服所做的改变 

做出充分解释，使普通民众认可军队的新形象。 

更重要的是，军服换装需要赢得部队官兵的认 

同。换装新军服不仅改变了军队的形象，也改变了 

每一名官兵的职业形象和个人形象。换装从本质 

上讲是一次“去旧迎新”的服装换代，它在为军服注 

入新元素的同时势必抛弃旧军服的一些原有要素， 

而这些原有要素在换装之前常常被视为军队传统 

和军事文化的一部分。因此 ，军服报道不仅需要说 

明新军服设计的合理性，也需对旧军服改变的必要 

性做出说明，是一个“即破即立”的诠释过程。正如 

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时所进行的换装教育一样，新军 

服“合法性”的确立甚至会影响军队战斗力的生 

成。不仅如此，军服的换装不仅与军队外在形象的 

改变紧密相连，也反映折射着军队形象的内在改 

变，因为军服换装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涉及军 

服的生产、发放、管理等等，这些伴随在换装中的事 

件同样能够折射出军队的整体形象。因此 ，在军服 

报道中，同样需要就军队形象的内在传承与改变做 

出诠释和强调。 

四、多元舆论场域中军服报道需要注意的 

问题 

相比之前历次换装，07式军服的换装发生在传 

播格局 日趋多元复杂之时，媒体在新军服的意义建 

构和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流媒体、商业化媒 

体、网络平台、国外媒体对于换装事件的解读无疑 

是不同的。面对多元舆论环境对军队形象符号各 

式各样的解读和传播，主流媒体场域作为军队形象 

宣传的主阵地，既不能“一味孤守”，对其他媒体场 

域的军队形象传播不闻不问；也不能“曲意迎合”， 

丧失主旋律的本来面目。主流媒体传播军队形象 

需要在坚守主旋律内容中不断创新表现形式。 

(一)坚守不变的主旋律内容 

如果将主流媒体所传播的军队形象视为一个 

抽象的符号，那么主流媒体在传播过程中所要坚守 

的便是这个符号所指的主旋律色彩。尽管不同媒 

体场域对军队形象符号的解读各不相同，但彼此之 

间并非毫无联系，而是不断相互施加影响，力图向 

其他场域扩散自身的意义编码。因此，主流媒体只 

有首先坚守好主旋律这个阵地，才有可能对其他媒 

体场域产生正面影响。必须指出，在新媒体时代， 

网络媒体舆论场的影响力不断提高，不断“侵蚀”着 

传统媒体舆论场；主流媒体除了保持自身在传统媒 

体舆论场中的优势地位，还应主动“打人”网络媒体 

舆论场，传播舆论“正声调”。然而，喧嚣的网络平 

台既为主流媒体传播军队形象提供了更加广阔的 

传播空间，也对主流媒体坚守主旋律提出了更高要 

求。主流媒体在网络平台传播军队形象不能一味 

迎合受众需求，只求引发关注。 

(二)创新主旋律的表现形式 

如果说主流媒体对主旋律内容的坚守是对军 

队形象符号所指的坚守，那么，主流媒体在传播过 

程中所要创新的便是军队形象符号的能指。代表 

军队形象的符号能否在其他媒体场域传播开来，很 

重要的一点便是传播符号的能指是否能够在其他 

媒介场域具备传播力。在2007式军服报道中，国 

内商业化报纸如晚报、都市报报道不足，很重要的 
一 个原因是单纯的军服换装事件并不符合它们的 

报纸定位和他们对新闻价值的判断。简而言之 ， 

2007式军服 的换装缺少适合它们传播的“新闻 

点”。这要求主流媒体在传播军队形象符号时，不 

能仅从自身场域出发建构传播符号，还要研究不同 

媒体场域的传播特点，在保留主旋律的同时将新闻 

事件抽离出符合特定场域传播规律的内容。这种 

能指层面的创新有很多方式，例如，引用含义丰富 

的古典诗词为能指注入新的活力，使用源自人民群 

众的鲜活语言增强能指的亲和力；活用网络流行词 

汇为能指增添贴近生活的气息等等。在军队符号 

不变的主旋律所指中，为其注人不断创新的能指， 

这正是军队形象宣传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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